
 

民族国家共同体演进中的族群权利：

边界及其治理

周 光 俊

摘    要    追求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民族国家共同体是民族国家时代最为重要的共同体形

态。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立，赋予了族群权

利以政治依附，使得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成为了共同体最重要的主题，并且，民族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作

为文化、领土、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并非总是单一性质的，也不是一致性的，而是复合性的。正是因为这种

复合性，共同体内族群权利的扩展会引发族群危机。不过，族群权利扩展并非无节制的，总是受制于一定的

边界，在上限（民族国家共同体拒绝分裂）和下限（族群拒绝被同化）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民族工程学是

族群事务治理的重要途径和可行选择，确保族群权利扩展对共同体的边界冲击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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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共同体的建构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①现代民

族国家将共同体的建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共同体与传统帝国等国家形态

相比较有着确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从“臣民”到“国民”、从“差异

性统治”到“同一性管理”的根本转化②，而且也在于民族国家共同体在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的交织中凸

显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族问题。也就是

说，共同体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族群关系，尤其是族群权利扩展，带来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再演

进，出现了族群自治、族群分离、族群冲突等族群政治议题。不过，由于民族国家共同体始终是最为重要

的共同体组织和族群的政治依附，族群权利扩展受制于一定的边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演进在族群权利扩

展边界的上限和下限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维系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存续，而打破这种平衡的结果就会出现

少数族群被同化、政治制度变迁、领土主权挑战、区域关系紧张等问题。

一、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演进：阶级与民族观念的交织

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是相当晚近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民族国家逐渐成为固有领土范围

内多个族群的集体归宿，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民族国家的诞生是共同体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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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国家逐渐走入政治舞台之时，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主题实现了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的交织。

作为政治与社会现象出现的阶级与民族，无论是自然生成还是想象建构，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政治文

化环境。作为一个随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而来的概念，阶级从来都是共同体的政治主题，只是说，在民

族诞生以后，民族国家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民族国家共同体另一个政治主题−民族问题。“民族

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①民族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并不意味着民族

是晚近的，只是说，作为政治概念和观念出现的“民族”只有在资产阶级时代出现后才产生了自觉意识和

自为意向，也正是在资产阶级时代产生之后，民族才有了政治化的特征。正是因为民族是资产阶级时代国

民的组成形式，“民族国家割裂了阶级，把后者变成民族的组成部分”，“阶级也是先被束缚，然后不自

觉地被‘民族化’和政治化”②，“在其初始之际，民族主义打碎了传统的、陈腐过时而束缚人的社会秩

序，并以人类的尊严感、以参与历史和管理自己事务的骄傲和满足感填充着追随者的心灵”③，一个以所

谓的平等的面貌出现的概念逐渐使国民在心理上抛弃了不平等的阶级概念。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界面，植根于某种形式的话语、公共理由和情感

的政治文化。④民族主义的诞生引导了共同体的政治发展走向，在试图掩盖阶级矛盾的同时，民族主义将

主权、统一和独特的民族放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并且用它们的形象来塑造整个世界⑤，虽然可能阶级不

同、族群有别、信仰各异，但是，民族主义却可以使得各自的身份在民族主义的意识中获得代表性⑥，以

此追求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的一致性。⑦正如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言：“‘民族主义时

代’并不仅仅是这个或者那个民族的觉醒和政治自我表现的总和，而是当总的社会条件有利于那种统一

的、相似的、集中维持的高层次文化时，当这种条件遍及到全社会的人口而不仅仅遍及到为数很少的精英

分子时，就会出现一种局面，即定义明确的、由教育作后盾的、统一的文化单位构成了人们自愿地并且往

往热情认同的近乎唯一的一种组织单位。”⑧由此，作为固有领土范围的国家被民族化，作为试图取代阶

级而成为新的平等者的民族被国家化，民族与国家的结合诞生了新型的共同体，这就是民族国家。

不管是必然产生的，还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其他发展的结果而出现的的民族国家⑨，“一个民族国家甫

一成立，在精神领域中的首要任务就是为‘民族’建起或重建一套合适的‘遗产’”。⑩在此形势下，原

本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从属问题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和严峻。列宁认为，“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

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⑪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民族问题具有从属

意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只有当一个民族成为一个阶级，成为在其他方面都具有流动性的制度里的一个

可见的、不平等地分布的范畴的时候，它才会具备政治意识，才会采取政治行动。只有当一个阶层碰巧

 （或多或少）是一个‘民族’的时候，它才能从一个阶级本身，变为一个为自身利益奋斗的阶级或民族。

民族和阶级单独似乎都不是政治催化剂：只有民族−阶级或者阶级−民族，才是政治催化剂。”⑫也就是

说，民族问题只有在阶级（工人）问题之下，才能成为政治问题，才具有政治意义。民族国家以来，民族

问题以民族（族群）斗争的形式散布开来。在整个 20 世纪以及 21 世纪至今的百十年里，在某种程度上，

民族国家共同体演进中的族群权利：边界及其治理

 

①《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0 页。

②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 2 卷）−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上，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5 年，第 33、23 页。

③Hans Koh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 Harper & Brothers, 1962, p. 1.

④Wayne Normann, Negotiating Nationalism: Nation-building, Federalism, and Secession in the Multinational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

⑤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第 49 页。

⑥周光俊：《何种分离？承认什么？− 一项关于分离运动概念的梳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10 期。

⑦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第 1 页。

⑧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73 页。

⑨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41 页。

⑩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20 世纪的文化与社会》，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140 页。

⑪《列宁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548 页。

⑫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159 页。

85



民族问题却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速超过了工人问题，将民族问题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或许全球化、现代

化的发展使得纵向上的社会经济阶级问题依然重要的同时，民族国家不得不面对如何从横向上将社会群体

加以融洽的问题。①

不过，需要提及的是，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之间并非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在民族问题日益严峻的当

下，现时代的阶级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也并不是说，民族问题是阶级问题引发的，事实上，民族问题的产

生有其固有的体制性根源与现实性情境。只是说，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民族问题只是从属问题，现时

代的民族问题已经日益严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原有的阶级议题的重要性。

二、族群权利拓展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再演进：权利的边界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国家实现了独立，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扎根。然而，这并非

是历史的终结。由于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的复杂性，使得民族国家的文化共同体、领土共同体、政治共同

体并非总是单一性的，而是复合性的。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于西方的族群自治运动再一次触发了所谓的

民族主义的活力，虽然 80 年代有所减弱，但随后又迎来了复兴，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民族主义勃兴。尤其

是苏联解体带来的“这一波新的族群民族主义浪潮的另一个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较小的人们群

体和从属的民族希望独立的普遍合法性，并在更广泛的程度上恢复了民族主义的合法性”。②也就是说，

在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成为基本范式的前提下，民族国家的再演进是以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族群民族主义

 （次民族主义）为特征的，也正是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少数族裔受到来自民族自决权、分离主义等

思潮的影响，不断挑战权利的边界，要求自治，甚至是独立，族群主义思潮喧嚣尘上，甚至成为了一种日

常生活政治话语。
 （一）民族国家共同体：文化共同体、领土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复合性
按照科塞勒克（Koselleck）的观点，一个概念之所以存在着不同的认知阶段，这与“时间化”“民主

化”“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等“四化”有着重要的关联度，一个概念也正是因为与这“四化”有着

重要的关联度，才能被称之为成熟的概念。③按照这一标准，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自诞生后逐渐成为了

成熟的概念。民族国家塑造了固有领土基础上的多族群统一的共同体。相较于王权国家或绝对主义国家，

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范围是被界定的，存在着明确的边界意识，领土范围内的族群直接或间接地放弃作为族

群的某些身份特征，认同共享的公民政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多族群国家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始终在

进行中，这就导致了多族群国家的规范化、普遍化、整合性的共同体文化仍然面临着来自少数族群的族群

文化的挑战，统一的、完整的、确定的领土疆界仍然面临着来自少数族群的族群−地理的挑战，公民的法

律政治共同体仍然面临着来自少数族群“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的挑战。因此，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文化共同体、领土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它并

非是单一性质的，也不是一致性的，而是复合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复合性，才使得族群权利在民族国家共

同体内得以扩展，拓展边界，引发族群冲突与矛盾。
1. 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家

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说法，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是复合性的，包含了共同体内族群文化与共同体

公民文化，二者之间有时不和谐但却是必要的共生关系。④当共同体内族群文化与共同体公民文化之间是

共生关系趋于完美时，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家会形成一种“我们−意识”，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9 Se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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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我们−意识”是建立在想象的血缘关系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并把自己看作是同一共同体成员，以

此来划定与周围世界的界限。①如同镜子界定自我，观察和评估事件与他人，清楚地界定‘我们’和‘他

们’来简化复杂的事务。②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作为共同体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仅是政治实

体意义上的。当共同体面临着外来的侵略或者内在的崩溃时，以民族为旗帜，以民族主义为口号，宣扬共

同的文化象征就成为了屡试不爽的策略。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表达的那样，“共同

体最强烈的感觉，可能来自那些发现他们集体性地生存前提条件受到了威胁的群体，以及那些在这之外建

立一个提供强烈的抵抗力和能力感的身份认同共同体的群体”。③无论民族是想象的还是自然生成的，作

为民族所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却是普遍性的，标示着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属性。“现代性的出现，总的来说

取决于许多约束力强的小型地方组织的衰败，取决于它们被流动的、无个性特征的、识字的、给人以认同

感的文化所取代。正是这种普遍化的状况，使民族主义规范化，并具有普遍性。”④所谓现代性的过程，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就是民族国家共同体规范化、普遍化、整合性的文化建构的过程，建构一个统一

的民族身份，寻求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

不过，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未必总是和谐共生的，共同体内族群文化与共同体公民文化可能存

在着矛盾之处。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是多族群的，规范化、普遍化、整合性的民族文化是建构性

的，并非天然的。“少数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并在认知基

础、知识构成与知识传承等方面表现出来。”⑤作为共同体亚文化存在的少数族群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难

免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少数族群对族群身份认同的追逐和族群政治权力的追求会放大亚文化。原先建构的

 “民族认同的纯洁性和同质性正在解体，这种民族认同曾出于教育于政治的目的而被描绘成一个整体。在

这种并不陌生的‘说教式叙述’中，人们不断感到移民、前殖民地居民以及边缘化的人，可能还有杂居的

 ‘边缘’族裔，破坏了民族的结构，因为他们要求区别而平等地对待，要求保持文化差异，希望实现多样

化和自治”。⑥主体族群对区别对待的公民权的明显热衷和对边界控制措施偏执的不断加码⑦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了族群冲突或族群分离运动。
2. 作为领土共同体的民族国家

领土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在传统帝国有边陲而无边界⑧的情况下，很难将传统帝国的统治

区域视为领土。以领土界线和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体系始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⑨究其原因在

于，领土是与主权、权利、族群等相结合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作为权力的一种行使方式−领土权。⑩

安东尼·吉登斯就认为，“根据那些标新立异、与绝对主义国家兴起相伴而行的国家主权理论，国家领土

的特性也已经开始发生转变”。⑪可以认为，领土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本来的含义，现代民

族国家疆域边界的确立导致了对域内族群的管理实现了从差异性统治到统一性管理的转变，领土成为一种

政治地理单元的同义词，也就成为了民族国家政治统治的政治空间，甚至成为了一种“领土意识形态”

 （ideología territorial）。⑫在国际法意义上，成为国家的重要前提就是要占有一定的领土，因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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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土事实上不过是名为国家的那个法律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而已”。①领土对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

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确定的领土疆界，为不同族群和区域组成现代民族国

家共同体提供框架，以此提供政治组织和结构实施统治的地域空间。领土疆域的形成完全约束了公民权利

的物理边界与法律范围，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建构和政治制度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是共同体认同

的必备硬件设施。“民族−国家形态是指政权以人民的名义在地理意义进行统治，但受制于特定的领土管

辖范围。在整个 19、20 世纪，民族−国家在世界上变得越来越广泛，对其公民越来越深入，公民的权利完

全局限于物理边界与法律范围内。”②从民族国家的领土共同体属性来看，民族国家是基于血缘的、文化

的、公民身份的等地缘性共同体，“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必要的测量维度……领土认同

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塑造或强化国家认同应该首先在公民中形成国家的情境化意识”。③

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是族群−地域冲突与妥协的复合性产物。除了对基于统一领土基础上的领土

共同体认同之外，也存在着基于本族群聚居地的族群−区域认同，地域集中程度、资源聚集程度给予了少

数族群地域产生主义、地域性认同的机会。不同于文化的建构性和想象性，少数族群对领土的申索存在着

历史的传承性和鲜明的确定性。统一的、完整的、确定的领土疆界仍然面临着来自少数族群的族群−地理

的挑战，诸如分离运动。作为聚居于固有领土基础上的少数族群（极个别情况下是主体族群）从民族国家

退出以建立新的主权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运动④，分离运动的重要前提性基础就是少数族群聚居的固有

领土。
3. 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是国家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形式，“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

治组织结构”。⑤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这一论断强调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属性，意在

说明，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本质属性。政治共同体的目标是整合式的，采取的手段是主体族群吸

纳、强制弱小族群，共同进入现代政治的过程，以此趋向于一个公民的法律政治共同体。对于民族而言，

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民族有了国家的实体依靠；民族国家的建构对于国家而言，意味着国家有了民族的

向心力作为支撑。作为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承担了必要的责任，诸如为所有族群提供安全保障、创立符

合公众利益的政治机构、维护基本的政治权益等。一个公民的法律政治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多个要素的支

撑，塞缪尔·亨廷顿提到，对政治和道德上的共识、利益上的相互适应性、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

互惠互利性原则的政治机构是一个复杂社会政治共同体赖以存续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

体水平反映着其政治体制和构成这种政治体制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依赖

于政治体制的功效。⑥正是因为不同的政治体制存在着不同的制度效能，导致了民族国家在地理空间和制

度意义上呈现出多种形态，以不同的但却是竞争性的形式表现出来。⑦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共同体并非是

一致性的，而是存在着不同的形态，多族群国家形态各异，即使是单一族群国家也存在着不同的共同体形态，

这延展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属性，也就导致了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多样性和政治制度效能的差异性。

正是因为政治体制的多样性和政治制度效能的差异性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族群关系存在着

不确定性。族群挖掘本族群的历史，试图表达自身的特殊性和例外性，寻求自身的政治化。在这里，比较

极端的族群问题就表现为族群分离主义运动，试图合法化族群主义。⑧在国家内部，少数族群普通人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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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边缘化，公民权不足，转而诉诸民族族群的认同。族群习得了民族的政治化属性，致力于从政治主权的

角度去审视族群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加加剧了不平等，引发了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

重构了民族国家的族群关系，逐渐发展出一个自我导向的世界①，“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和

 “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成为其基本诉求和特征。②一些少数族群地方产生了自治和分离的要求，

特别是库尔德人等那些有族群而没有国家的地区。③

 （二）族群权利扩展的边界
族群权利扩展导致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再演进，带来了族群自治、族群分离、族群冲突等族群政治议

题。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而言，族群权利的扩展并非单方面取决于族群本身，更要受制于民族国家共同

体，族群权利扩展受制于一定的边界。“所谓边界不一定是物理性，它可以是他我遭遇之际有意或者无意

间表现出来，用以体现彼此有别的方式和语言。”④族群权利边界存在着上限与下限之别，在互动中取得

一定的平衡，族群拒绝被同化，民族国家共同体拒绝分裂。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族群权利的扩展受制于族

群本身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双重互动作用，因而更多的是上下运动，而非水平运动。表 1 展示了族群权利

扩展的边界示意。
 
 

表 1    族群权利扩展的边界

权利扩展限度类别 限度内容 对共同体的意义 对族群的意义 越界结果

上限 高度自治 最低程度的领土完整 更高程度的发展权 国家分裂

下限 自我保存 最高程度的多元一体 最低程度的生存权 族群同化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1. 权利扩展中的的“我们”与“他者”：在自我保存与族群同化之间

对于族群权利而言，认识到“我们”与“他者”的差异或许是族群权利的最低要求。认识自我，了解

他者，是族群确立自我身份的初始。不过，一个可能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我们”与“他者”。“如果

说‘族群性’是社会认同感的形式之一，那么它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自我和定义‘他者’。”⑤“‘我

们’和‘他者’之间的边界是飘忽不定的和模糊摆动的，在自主选择的和外部强加的属性多样性和身份多

样性并存中被不断地质疑。”⑥也就是说，“我们”与“他者”是自然生成与人为建构的结合。说它是自

然生成，“宗谱神话、移民记忆与共同崇拜及其仪式越是编织得紧密，群体成员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情感也

就变得越深，从而使得他们首先进入厚实的共享行动和关系的族群网络之中，然后转而成为羽翼丰满的

 ‘族群共同体’或族群”⑦；说它是建构的，“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

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⑧因此，“我们”与“他者”并非一成不变的，二者之间的界

限并非固定的，族群对生存与发展的要求的满足程度决定了他们如何界定“我们”与“他者”。

 “我们”与“他者”关系的确立会导致族群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不同策略。对于族群而言，确立“我

们”与“他者”的关系界限决定了族群需要采取最低限度的自我保存策略，以免被同化。“我们”与“他

者”关系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提醒中央政府或主体族群，族群之间的差异性是存在的，政策与制度不

能忽略这一差异。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而言，“我们”与“他者”关系的确立会导致其采取不同的族群战

略，在包容性战略与排斥性战略之间做出决策。包容性战略是一种积极的跨族群方式，排斥性战略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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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文化成员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将非主流文化的个人完全排斥于政治体之外的政策（如在种族清洗和

种族灭绝中）。①或许，包容性战略的前提是采取一定的方式去促进平等化，减少不平等引发的不安；排

斥性战略的前提是控制。丹尼尔·希罗（Daniel Chirot）和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Cauley）从宽容与不

宽容两个维度考察了纳入、区别和排除三种应对策略，衍生出六种方式，而不宽容所导致的都是消极的策

略。详见表 2。
 
 

表 2    应对国内少数族群的策略

纳入 区别 排除

宽容 温和的同化 多元文化 自动隔离或移出

不宽容 强力同化 种族隔离 族裔净化或灭族屠杀

　　资料来源：丹尼尔·希罗、克拉克·麦考利：《为什不杀光？种族大屠杀的反思》，薛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 年，第 151 页。
 
 

自我保存的生存权是族群权利中的最低要求，自我保存的底线是不被同化。在民族国家共同体中，这

样的最低要求和底线来源于共同体内族群之间的互相承认。互相承认是为了破除某种单一性幻象，避免对

群体唯一性身份的强调。②多族群社会之所以可能分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某个群体不能得到其他群体

对其平等价值的（可以感觉到的）承认。对于“承认”（recognition）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

门话题。③

2. 分立的国家观：在高度自治与国家分裂之间

族群权利中重要的政治性权利就是在生存权基础上的发展权，在民族国家共同体内族群如何更好地自

我保全显然是族群发展的重要使命和目标。对于族群而言，生活在自己的族群世界和自己的民族国家共同

体之中。除了简单的被动式的自我保存之外，主动地争取族群发展的政治空间不失为自我保全的重要方

式。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方式是族群的高度自治和成立族群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国家共同体内族群

权利扩展的上限是族群的高度自治，维系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存续，而极端的越界行为就是族群倡导分离

权，开展分离运动，导致共同体的分裂。

高度自治是在认可现有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同时追求族群的自治权，分离权是不再认同现有民族国家

共同体，要求建立属于本族群的民族国家。事实上，这种分立的国家观是“退出”（exit）与“呼吁”

 （voice）的博弈。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认为面对组织绩效的衰退，成员有两种选择，退出

与呼吁，退出与呼吁在不同的情境下有着不同的效果。退出应该与呼吁相结合，呼吁应在退出之前使用，

要提高呼吁的可能而不是选择直接退出。④因此，族群自治权与分离权的使用是一致性的，何时使用何种

权力取决于族群的实力、国家的政治机会空间、区域大国的介入程度等。对民族国家共同体而言，自治权

与分离权之间只是一步之遥。失去自治增加了分离的可能，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机制。一是，它促进了族

群怨恨，产生不满情绪；二是，它削弱了中央政府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减少了和解的可行性；三是，收

回自治并不必然抑制族群通过自治获得和发展的集体行动能力。四是，失去自治的群体有了更加强有力的

分离基础。⑤族群权利扩展的极端情况是从已有的民族国家分离出去，成立属于本族群的民族国家。现代

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分离运动喧嚣尘上，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分离运动的蜂拥迭起似乎印证了阿伦·布

坎南（Allen Buchanan）所称的“分离的时代”⑥的到来。据统计，从 1990 年到 2007 年，民族分离主义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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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 25 个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新国家。①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分离运动本身之外，分离运动与恐怖主

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地区霸权、内战等勾连在一起，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成

为了分离主义势力宣传鼓动的舞台、信息沟通空间、人员招募培训的平台、资金来源的渠道、行动谋划实

施的载体，造成了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崛起。②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民族国家共同体内少数族群的分离运

动存在着亲缘族群、跨界族群等相互支援的势力，那么，分离运动就会演变为区域化、国际化的政治事

件。分离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援（如泰南穆斯林与自由亚齐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援引他国案例合

理化自己的诉求（如加泰罗尼亚援引苏格兰公投案例试图举行全民公决）、他国介入和支持（如美国对科

索沃的歪曲性支持）、寻求跨界族群支持（如伊拉克库尔德分离运动寻求在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等国境

内的库尔德人的支持）等等，分离运动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按照杨恕等人的分析，分离运动的国际

化进程是横向扩展的溢出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结合，旨在寻求外部支持、跨国动员、他国干涉等。也就是

说，在高度自治与分离运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而言，如何处理退出与呼吁考

验着共同体的政治智慧。

三、基于权利扩展的族群事务治理：走向更好的民族国家共同体

权利是宪法秩序的重要内容，现代民族国家是依据一套完整的宪法制度而治理的。如果从宪法秩序的

角度考察权利扩展的话，可以认为族群权利扩展导致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再演进是已有的宪法制度安排难

以满足少数族群需求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一套稳定而有效的民族国家族群关系的宪法秩序是基

于权利扩展的族群事务治理的重要途径和可行选择，这就是韦恩·诺曼（Wayne Normann）提出的“民族

工程学”（national engineering）。③不过，诺曼并未详细解释这一概念的含义与内容，只是提出了民族工

程学的基本任务在于追求民族国家建构，其内在意义与族群事务治理是一致的。作为“宪法工程学”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的分支，民族工程学致力于解决权利扩展带来的民族国家的再演进问题，需要

在防止分裂、维护统一与确保族群基本生存之间取得平衡，更好地促进民族国家建构。

基于本文讨论的族群权利扩展及其边界，民族工程学需要回应以下三个问题，以确保族群权利扩展对

共同体的边界冲击停留在可控的范围内。一是如何建构共识政治，建构国家性，维护共同体的存续；二是

如何进行精巧的权力划分，体现出族群的权利，建构族群之间的合作；三是对于多族群国家而言，应该聚

焦于公民身份和公民认同的建构，而不应该回到族群身份本身。
 （一）建构一种新的共识政治：塑造政策的灵活性
权利扩展带来族群关系的再塑。按照学术界的流行观点，族群关系的互动模式包括三种，同化、平等

主义的多元主义、不平等主义的多元主义。④对于族群多样性程度高而又缺乏主体族群的国家而言，同化

政策并不是理想的政策。现代社会并不主张抹去族群差异，甚至认为“‘深度的多样性’是建立一个团结

的民族国家的唯一公式”。⑤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对于多族群国家而言，平等主义的多元主义与不平等

主义的多元主义或许是更为值得关注的族群关系模式。多元主义是“在承认价值、规范和目标方面的差异

的情况下，相互间在生存过程中建立起平等的、共存共荣的关系”。⑥事实上，多元主义是将本国内部族

群的关系类比为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既然国与国之间大小不一、力量不同都能够在和平共处的基

础上和谐共存，那么，国内的族群之间为何不能呢？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多样性虽然被视为是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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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只能在确定的共同规范和制度的语境中才能运转良好。①也就是说，平等主义多元主义与不平等主

义多元主义要视不同国家的族群多样性程度而定。当然，我们承认主体族群在本国内部事实上的支配地

位，尊重和认同中央政府的国家建设，但是这样的支配地位不是其强制推广其族群文化、信仰、语言等的

理由，尊重和保护少数族群的利益仍然是要完成的课题，而这需要灵活性的政策。

以平等主义多元主义与不平等主义多元主义为代表的族群关系所建构的政治模式可以被称之为共识模

式，也就是多样化的族群基于共同的政治价值目标和政治认同所建构起来的族群关系模式。对于共识模式

而言，其背后隐含的价值除了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认同之外，充分尊重各个族群的利益需求，甚至可以

为此制定特殊的族群政策是重要的政策选项。“如果存在可行的办法在多民族国家中促进一种团结感和共

同目的感，那么，这种办法将包含对民族认同的包容而不是压制。只有当来自不同的民族性群体的人们把

这个较大政治组织看作是发展而不是压制他们的民族认同的背景时，他们才将共享对这个政治组织的一种

忠诚。”②

正如阿伦·利普哈特所认为的那样，“实质问题是，共识民主的基本特征在本质上是‘可延展的’

 （stretchable）：他们可以假设有大量不同的制度形式”。③在共识政治的模式下如何塑造政策的灵活性是

处理权利扩展带来的族群关系的一大课题，或许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强调开放和包容以及异质化和协商性

的非均质化民族自治的方案④是共识民主的内在之意。
 （二）寻找一种更为有效的权力分享模式
族群政治更普遍的和根本的是关于国家权力在族际间分配的理论。⑤权力获取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分

享”（power-sharing），解决的是代表性问题。在中央政府层面的权力分立问题是族群在中央政府立法、

行政、司法部门是否有适当比例代表；在本族群区域则是能否掌握族群地方的自治权，或者是央地的权力

分配问题。⑥也就是说，代表性问题关心的是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中央政府）在权力分立与权力分配上

是不是公平公正。公平公正的权力分配与分享是维系族群间稳定的关键因素，即使是象征性的赋予人数极

少的少数族群以“被动的代表性”，“这种象征具有非凡的因果效应−它能够激励群内成员去竞逐公共

职位，并且让群体外成员与本群体成员平等相待”。⑦

当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是多族群国家，并没有一种可以为之借鉴的唯一的权力分享模式，或许可以

认同的是宪法上的“非对称主义”（constitutionally asymmetrical），强调多族群国家（无论是单一制还是

联邦制，无论是单一族群还是多族群）在宪法上都是不对称的。瑞士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为了将多民族

团结在一起，他们将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法律能力分配给不同的权利主体，构建了一种非对称的联邦主义。⑧

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认为，这样的做法意在“使各民族相互承认，继而达成协议，解决如何在宪

政结合体当中以组织或拼凑接合等方式，安排各民族所希望保留的法律与政治差异”，将此称之为“分殊

联邦主义”（diverse federalism）⑨，这里的联邦主义并非联邦制，而是基于联邦主义的原则建构的权力分

享模式。因此，作为一种权力划分原则的联邦主义所要处理的问题最基本的方面是多元，提供的问题解决

方式最基本的趋势是协调，其调节原则是团结。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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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宪法上的非对称主义，权力分享模式所解决的代表性问题典型地体现在国家结构形式之中。对于

单一制而言，（1）以英国为代表的“分散的联盟”（decentralized unions），是一种地方分权型的联邦主

义，以苏格兰为代表的地方高度自治；（2）即使是对于中央集权的国家而言，如印尼，其地方自治的中央

权力安排与亚齐等地特区制度的安排构成了一种带有联邦主义因素的单一制。对于联邦制而言，联邦制本

身意味着联邦成员与联邦政府的分权型安排，依据本国族群或地理等因素可以分为：（1）“族群联邦制”

 （multinational federation），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其是由波斯尼亚人组成的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人组

成的黑塞哥维那两个政治实体所组成的族群联邦制国家；（2）“地域联邦制”（territorial federation），如

美国，其联邦制建立在各个州的基础之上；（3）族群联邦制与地域联邦制因素共同存在，如加拿大，地域

联邦制是基本制度安排，在此之外，族群联邦制的因素是为了满足法裔少数族群自治的意愿。因而，并不

存在单一制与联邦制谁优谁劣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制度的框架进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度只

是一种文本上的设计，在具体的实践中如何运作才是决定制度能力的关键。
 （三）以公民身份建构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
现代国家的建构需要建基于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识之上，因而在多族群的历史基础之上需要形成超越民

族认同的一体化认同。①然而，族群意识与公民身份之间存在着张力，作为族群成员，他要获得相应的族

群身份才能表明自己的民族归属，“是以共同拥有被认为是独特的文化特征为基础的”②，而作为民族国

家的一员，他要获得超越族群身份以获得公民身份，进而参与国家政治。正是因为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之

间的差异，才导致了族群权利之间的冲突。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突出特点就是将国家的所有族群纳入统一的国家公民身份体系之内，是一种所谓

的“公民国家”（citizenship-state）。“公民身份不仅是一种由一系列权利和义务所界定的法律地位，也是

一种认同，一种对人们的在一个政治社群中的成员身份的表达。”③一方面，以公民身份建构民族国家并

非是要把“‘少数民族’塑造成‘主体民族’的一部分，而是要把‘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一起塑造

成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公民。④因而，以公民身份建构民族国家更像是一种“民族−中立制度”，该制

度“不是基于族群共生而是个体的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公民民族主义的基础”。⑤在这一制度下，国家内部

的族群应该不分族群的、以均质化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底线。族群的身份断层是存在的

事实，但公民的身份标识应该成为各族群政治参与的有效话语。⑥按照这一思路，事实上建构了一种哈贝

马斯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这种理念是建立在宪法为共识基础，公民身份

为共识底线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认同。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宪法表达的是一种联合体的理念，在这里，每

个人都有三重承认，即每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每个人作为族群的一员，以及作为公民在国家共同体

中应该获得的身份和尊重。⑦另一方面，以公民身份建构民族国家不是要消除民族差异，而是在尊重各民

族身份（文化身份）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政治一体的公民身份。⑧威尔·金里卡强调的是，要想在多民族国

家进行公民建设的话，有必要促进一种多民族的公民观念，强化多元文化的多民族主义。⑨由于“族群身

份是不能被改变的，只能变得更加宽容和开放。民族冲突涉及到每个群体身份的核心要素，并引发实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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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对手的恐惧和怀疑。因此，民族冲突不仅是政治事件，而且也是通过质疑其身份从而挑战群体生存的

戏剧性事件”。①因而，公民身份的建构要适当地照顾少数族群的特征，要在国家的政治与法律层面保障

所有公民的一视同仁，同时在少数族群的特殊照顾上注意保护。当可以以一个更加平等的方式去对待多数

的身份时，政治安排不应该任意挑选一些特殊的身份去辨识。②

四、结 论

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生成与演进是依循着一定的规律的，随着不同时期政治主题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

性质与属性。作为族群多样性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族群权利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国家作为文化共同体、领土

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也正是因为族群权利的扩展导致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复合性属性，使得族群

权利扩展受制于一定的边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演进在族群权利扩展边界的上限和下限之间取得一定的平

衡。民族国家仍然是共同体演进的最优形式，因而，基于族群权利扩展的族群融合治理仍然需要在民族国

家共同体的框架内开展，只是说，历史、区域、文化等差异提醒着不同的共同体要有着不同的治理模式与

结构。应该看到，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共同体、领土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属性是保障族群权利的重要形

态，随着族群权利的拓展，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承认仍然需要多族群的认可，同时，民族国家共同体也应

该认可族群权利扩展的权利需要，正确处理族群权利扩展带来的冲突与矛盾，更好地治理民族国家共

同体。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族群冲突与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研究”

 （17AGJ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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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Right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 State Community:
Boundaries and Governance

ZHOU Guangjun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community  is  the  universal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tat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mmunity form in the era of nation-st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state  community  is  not  accomplished in  one move,  and it  presents  stage  characteristic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 state community endows the ethnic rights to be politically attached, making the

national  issue  and  the  class  issu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national

issu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As a community in the sense of culture, territory and politics,

they are not always mono-nature doctrine or consistent,  but complex.  It  is  because of this complexity that

the  expansion  of  ethnic  rights  within  the  community  can  lead  to  ethnic  crisis.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ethnic rights is not unlimited. It is always bound by certain boundaries, and there is a balance between the

upper  limit (the  nation-state  community  refuses  to  secede) and  the  lower  limit (the  ethnic  refuses  to

assimilate). National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way and feasible choice for the governance of ethnic affairs

to ensure that the impact of the expansion of ethnic rights on the boundary of community is control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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